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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第 九

工 运 与 反 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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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　一　 章

重返中 共中央

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，似随着孙先生的逝世而消沉了，

但国民革命运动却因时势的进展而日趋蓬勃。它循着两个

主要方向发展：一个是职工运动的复苏，逐渐表现了反帝

国主义的色彩，蔚成为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，另一个是广

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北伐胜利的基础。

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，也逐渐走出

了小团体的狭隘范围，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。

一九二四年十月间，曹锟、吴佩孚政权瓦解，职工运

动随着复苏起来；尤其是在直隶、河南等省，国民军势力

范围内，工会恢复公开活动。在其他地区，也因统治势力

的混乱，工会活动乘机复活。

我在出狱后，虽花了不少时间去协调有关孙先生北上

的事，但我的主要任务，仍是领导铁路工会。我们利用时

机，力争工会的合法权利，迅速恢复工会的组织与活动，

颇具成绩。同时，并严防在组织力量未充实之前，受到各

种可能的压迫。我们采取若干预防的步骤，如工会虽有开

会会所，但另设秘密办公处所等。

为了应付这个复杂局势，我不能抽身去出席一九二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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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一月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。大会闭幕

后，我获得中央通知，我已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，主持中

央职工运动委员会。中共中央根据这个决定，要我从速辞

去在北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，到上海去就任新职。我覆信

表示，因孙先生病重，我不便立即离开国民党在北京的政

治会议；同时我又在筹备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

工作，难于立时南下。

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，铁路总工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

代表大会，共到代表四十五人，代表十二条铁路的工会。

大会议决案有：争取工会集会、言论、罢工等自由，参加

国民革命，参加国民会议，恢复和改进各工会，力争工人

的经济利益等十项。这次会议象征着铁路工会运动自一九

二三年二七惨案后，经过两年的蛰伏，又再行抬头了。

大会在“二七”开幕的那一天，我第一次向大会致词的

时候，全场代表对我热烈欢呼，他们并对我蒙难入狱表示

敬意。选举时，我提出我因须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工作，

辞去总干事的职务；到会者知道无法挽留，改选我为铁路

总工会委员，并给我以铁路总工会名誉会长的荣衔；这事

使我非常感动。至于总干事的职务，则改由我的主要助手

张昆弟同志继任。

我所作的工会工作，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视。在段祺瑞

的爪牙们的眼中，我是鼓动工人捣乱的主要人物，又是国

民党的要角，曾领导过民众团体，欢迎孙的北上；又组织

国民会议促成会与善后会议对抗（其实我为了避免军阀们

的嫉视，没有参加促成会的会议；但颟顸的段祺瑞却写在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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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帐上）；所以他们企图再拘捕我，给革命力量一个打

击。

朋友们提醒我，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险。国民

党的朋友们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说，段政府企图逮捕几个国

民党人，给孙先生一点颜色看，气死孙先生，而我是目标

之一。中共的同志李大钊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点南下。但

我仍愿稍留时日，主要是为了不愿于孙先生病危时，先行

离去。我于二月中旬交代了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任务之后，

匿居在北京的西城，由李斌夫妇出名租了两间房子，我分

住了一间。为了绝对保密，我这住址连李大钊先生都不知

道。

三月七日，李大钊先生经过我的“交通”找到我，问

我“：你是不 在我承认是住在是住在西城 胡同 号

那里之后，他说这是从段政府的警探们那里探听出来的；

他并指出：我的住址既被侦知，显有立即被捕的危险。他

要我依照国共两方同志的意见，立即离京，不能再有任何

耽搁。

八日清晨，我在几位铁路工人护送之下，悄然出京；

步行到芦沟桥车站，搭上了京汉车，前往郑州。当时，段

政府的权力有限，我一离开北京城，便算太平无事。京汉

路北段是国民军地盘的大动脉，车上虽很拥挤，也有不少

无票乘车的军人，但秩序还不算十分糟。

我在郑州停留了好几天，主要是为了与我妻子会合。

我妻出狱后不久即回湖北原籍省亲。我们约好她暂在家乡

等我的确定消息。三月八日晚我抵达郑州后，即电约她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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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，一同赴沪。那时湖北仍是直系肖耀南的地盘，我不

能冒险到湖北境内去接她。

我利用在郑州停留的时间，考察当地铁路工会情况。

京汉路中段的工会机构仍设在两年前被吴佩孚封闭的旧

址。工会负责人员也多系“二七”时的老战友。我每天和他

们在一起，同去慰问在二七事件中受迫害的各工友或其家

属，并凭吊与二七事件有关的地方。往事历历，不无馀愤。

现在，工会在形式上是恢复了旧观，但一般工人明知工会

的合法权利仍无保障，所以他们的情绪 二七”，究不 以如“

前那样热烈。

在与一般工人的谈话中，我发觉他们对河南的统治者

胡景翼及其所统率的国民第二军极为不满。他们指责国民

第二军毫无纪律。向我诉说军人们在铁路上种种胡闹。在

各县的农村中更是无法无天，已引起民愤，红枪会在各地

发展起来；甚至还发生一些反抗国民二军的自卫行动。

当十三日我们举行追悼孙先生的大会时，我在致词中

指出革命阵容虽然失去了孙先生，但革命力量仍将团结一

致并继续发展；革命军不久将由广东北上，扫荡这班军阀。

这些话颇使到会者感到兴奋。会后，郑州铁路工会的会长

刘文松向我热烈表示：希望我这次到南方去，领着广东的

革命军到河南来，解救工人们和农民们的苦难。

同日，我妻赶到了，我们就于十四日清晨搭上陇海车

赴沪。我们挤进车厢，立即证实了工友们对国民二军的指

责。车上秩序非常凌乱，到处都是横行霸道的军人，他们

不仅自己不买票，还以眷属名义挟带搭客私收车资，以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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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囊。这样，一般歹徒和走私者，争与不法军人勾结，横

行无忌，而农民和正当的商人买贩，则虽买了票也往往挤

不上车。沿途各站和列车中更是一片吵闹之声。车行的速

率也不正常，花了双倍的时间，天黑后才到徐州。

徐州当时是国民军、奉军和直系军三种势力交叉的地

方，秩序同样凌乱不堪。我们夫妇在那里停歇一夜，才搭

上翌晨向南开行的火车；可是所有客栈被各方军人占满了，

旅客们都挤在车站里过夜；有的在这里候了两三天，还没

有搭上火车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挤满了人群的车站中，占

得一席地，度过一宵。

翌日，天还未亮，我们便挟杂在蜂涌的旅客群中，提

着行李，争先恐后地挤上车厢去占据座位；假若稍迟一步，

就连站立的地方也不容易得到了。我们在占得的座位上呆

坐着，一步也不敢离开。候到上午九时左右，车才开行。

车行以后，车上秩序才逐渐好转。这些亲身经历的事，每

一细节都曾不断的萦绕于我的脑际；我那时就确认，军阀

们的所作所为，事实上等于在培育着革命的种苗。

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，我到达上海，立即住入中共

中央所指定的地点。那所两上两下的房子，就是中共中央

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办事处。刘少奇和他新婚的妻子已先我

住在楼上的前房。我们夫妇则住在楼上的正厢房。楼下便

是我们的办公处所。邓中夏等人有时也在那里下榻。这不

过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分支机构，但气象较之已往，显得堂

皇多了

陈独秀先生当天就来看我们。他首先慰问我们夫妇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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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的入狱，对我妻子更是慰勉有嘉，又为我和刘少奇这

两对新婚夫妇祝福，态度诚恳亲切，表现了充分的友谊。

我们互诉别后情况，他赞扬我纠正赵世炎等反孙北上

的左倾错误，也称许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对国民党所持

的态度，认为是能于不动声色之中，贯彻了中共的主张。

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可能引起的后果，表示忧虑；对于

广东东江的军事胜利，则引以为快。他主张失去了领袖的

国民党应扩大党内民主，实行委员制的领导。他认为中共

已克服了许多困难，对中共的前途增加了自信；并强调中

共必须独立发展。

陈独秀先生的这种对前途的乐观看法，是以中共工作

的进展为其背景的。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时，党员人数已

近千人，中央及地方组织均已略具规模，党员的活动能力

也已大为增强；因此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，已提

出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。

我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后，很快体会到造成陈先生

乐观的因素。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，虽仍未设立政

治局，但雏型已具。我们每星期的会议分为两种：一种多

半假威金斯基的住所举行；经常参加的只有陈独秀先生、

蔡和森、瞿秋白和我四名中央委员 。威金斯基则以共产

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。会议所讨论的，多是政策问题。另

一种会议，威金斯基不参加；出席者除我们四人外，还有

新任中央委员主管宣传工作的彭述之、少共中央书记任弼

时、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、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少奇、

李立三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委向警予等；会议讨论的则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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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日常工作。所以这两种会议的性质，前者颇类似于政治

局会议，后者则系中央工作会议。

中共中央这些会议显得更有秩序。每次开会都有预定

的议程和明确的决议。我这里仅就相当于政治局的会议的

情形，及与中共发展有重大关系者，略述一二。

这个时期，中共中央很重视统一战线的策略。我们认

为中共自身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，必须通过统一战

线的工作，去团结更多的力量，才能完成国民革命。我们

把完成国民革命这一主要任务，看作是各阶级应有的联合

行动。这种观点解除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中共可能变成国

民党左翼的疑虑，也获得了全党一致的支持。

我们在威金斯基的住所所举行的会议主要讨论的，大

致可归纳成为下列三个范畴：一是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农民

和小资产阶级，并联合民族资产阶级，反对买办、军阀、

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；二是团结国民党左派，联络中间派，

反对右派；三是中共自身的发展、职工运动的统一，与农

民协会的发展等。

上述这三方面的问题牵涉极为广泛，国共关系是问题

的核心。我们认为国民党左派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，拥护

联俄容共及工农三大政策，是中共最接近的战友。右派则

正相反，代表买办及其他守旧势力，反对三大政策。至于

中间派则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般倾向，左

右摇摆，不完全赞成三大政策，但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。

我们认为中间派的人数较多，联络和争取中间派便是实现

广大联合战线的要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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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上述见解，中共中央与鲍罗庭之间有了分歧。孙

先生逝世后，回到广州的鲍罗庭，在专心致志地培植黄埔，

并企图凭借其力量，建立所谓“革命的专政”。他根据广东

实况，认为国民党内只有左右两派，并无所谓人数众多的

中间派。因而不满联络中间派的统战策略。

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，我们与他之间从未

发生政策上的严 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，威重争执。其实，

金斯基具有甚大的影响力。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据共产国际

的决议和指示行事，决不任意自作主张。但他的权力有限，

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广州的鲍罗庭，因为他们直

接受苏俄政府的指挥，而威金斯基在苏俄政府中并无地位；

所以他不得不仆仆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，进行协商。

威金斯基负担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，

我们不通过他就无法与共产国 后，他际接触 。在“五卅”前

多半居住上海。他的工作组织得很好，有几位助手帮忙他

处理日常事务，他自己则专心考虑政策问题。他的妻子沉

静和蔼、身体瘦弱，时常闹病；但她仍努力协助她的丈夫

工作；为了秘密文件的送达，她还常奔走于莫斯科与中国

之间。

那时，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面临昆山花园的小洋房的三

楼上，房东是一位白俄富商；我们出入其间，从未惊动这

位房主人。有一次我们正在威金斯基房间内举行会议，

楼下突然来了一些租界的外国警官，我们颇为不安。威金

斯基却处之泰然；他说，这些警官不过是房主人的宾客，

他们常有往来。所以在这里开会，只要大家来时没有暗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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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踪，就很安全。由此足见威金斯基那时在上海已获得白

俄的掩护。

我们的会议由陈独秀先生任主席，他每次都准备一个

重要的政策问题提出讨论；与会者也都可以随时提出议案，

会议进行得颇有效率，民主气息也相当充分。威金斯基虽

发言最多，但从不以“共产国际”的帽子，来左右会议的决

定。他总是表示尊重多数的意见；这与已往马林的盛气凌

人大有区别。

当时，中共中央，尤其是陈独秀先生，很重视提高中

共中央的领导权力问题；也不喜欢苏俄人太多干涉中共内

部的事务。在中共内部，北京、广东两个区委会，历来有

些独立自主的倾向；它们有时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，

而根据当地的实况，或者经加拉罕（在北京）、鲍罗庭（在

广州），直接获知共产国际的意向，作出与中央指示并不完

全一致的决定。尤其是广东区委在“五卅”后向中央的报告

中，往往以鲍罗庭的意见，作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据。

这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不快。他常在会议上表示：广东区

委似乎有了鲍罗庭的意见，就可以不尊重中央了。在这一

点上，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场，他表示任何损

害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行动，都是不应该的。

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组织日趋庞大，会议更

是频繁；一切事务，就得循着组织的体系，经过复杂的手

续来处理；陈独秀先生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；甚至各地

方组织的负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。接着，中共内部，所谓

实际工作派和留俄留法书生派之间，也出现了互相磨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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倾向。

陈独秀先生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，并兼

任组织部部长。中央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，设秘书一人，

受书记的指挥，总揽各项工作。这个职务最初由一位姓任

的同志担任，不久就由自法返国的王若飞接替。秘书处之

下分设文书、财务、发行、交通四部分。中央的一切决定

均由秘书处作成正式文件，分送各地方组织遵办。财务是

完全秘密处理，并不提交中央会议讨论。当时中共经费主

要是倚靠共产国际的支持（党员所捐只占小部分），由陈独

秀先生根据需要与威金斯基商定。

陈独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，较以前也大为充实。

以前党员人数很少，组织部工作简单；到了第四次代表大

会以后，党员数达千人，且还在增加之中；组织部的工作

才开始繁复起来。这时组织部内有党员调查登记、工作分

配、党员训练等三部分。一切人事的调动，均由陈独秀先

生以组织部长的名义，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。

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也同样繁重了，彭述之任部长；

负责他有一幢三层洋房的办公室， 指导党内宣传工作；包

括通俗宣传、政治宣传及党员文化教育等工作。至于《向

导》等党刊的编辑，中共中央认为是具有政治指导作用的，

由蔡和森、瞿秋白主编；其编辑方针直接由中央议定，不

受宣传部的管辖。

我所领导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，也算得是人才济济。

委员除我以外，有曾主持安源路矿工会（后来又扩大为汉

冶萍工会②）的主角李立三、刘少奇；曾在北方主持工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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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无法立足而来到上海的邓中夏；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

动的项英、林育南；出狱不久的李启汉和浦口铁路工会

的领袖王荷波等。我任主任，主持决策。委员会的日常工

作由刘少奇助理。李立三则专负上海工会的领导责任。邓

中夏那时在上海大学任教，负责物色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

会工作。其余的委员多分赴各地指导工作。

“二七”失败后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不存在了，召

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准备工作，就成了我们职工运动

委员会的中心任务；目标在于建立全国总工会，以统一全

国工运的领导。

此外，中共中央曾计议要增设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

会，但因无适当人选，搁置了一个时期。在“五卅”以后，

先成立军事部，由我兼任部长。农民运动委员会则迟至一

九二六年春才组织成立，这是后话。其他如妇女运动委员

会等机构的组织与工作也都扩展了。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

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，已改名为共产主义

青年团；团员人数扩展至九千人，其中百分之三十为青年

工人；此外则多系进步的知识分子，尤以青年学生为多。

它的中央组织与工作自然也同样的扩展了。

中共这许多中央机构在上海地下存在着，自然要注意

保密，于是中共中央开始建立了“交通”制度。各机构之间

和各负责人员之间的联络，以及由外地来上海接洽工作者

的招待、财物的运送等，均由交通人员负责。中央秘书处

的交通人员也就因之日渐增加起来，由数人增至十数人乃

至二三十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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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日益扩展的中共，在众民广土的中国，固然仍不

过是一只“小麻雀”，但五脏确已俱全；因之，它的革命雄

心已勃勃然而兴了。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，中共的首

脑们总觉得孙是老资格，须让他领先。现在孙已去世，而

国民党右派正极活跃；马君武、冯自由等已另行组织国民

党同志俱乐部；于是中共中央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，

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。

实现这种雄心的首要条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壮大。因

此，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都在积极研究：如何征求党员、

如何增强它的领导力量、如何统一工会的领导和扩大少共

的组织等等问题。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会已有了军事部和农

民运动委员会的组织，中共中央自愧不如，急起直追，积

极商讨如何在北方军队中展开活动，并将河南等地的红枪

会转化为农民协会等等。一般说来，中共这时奋斗的目标，

是力图壮大自身，以增强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份量。

但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中共也产生了内部的困难。当时，

中共内部政见的分歧虽然缩小了。但在组织问题上，却滋

生了纷扰。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共权力，主张中央集

权。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，往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

教条，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；指责一般实际工作者忽视组

织原则，保持着一种落后的“手工业式”的工作方法，不了

解马列主义的理论，而依据一些零碎的经验行事。

彭述之等这种见解在党内得到有力的支持。首先是陈

独秀先生左袒其说。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

“家长”，他没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会议时那种愁眉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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脸的样子，而且初期的反对党魁制的议论也听不见了，似

是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，成为无限权力的党魁。此外多数

留俄、留法归来的同志，如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王若飞

（留法）、组织部秘书尹宽（留法）、少共书记任弼时（留

苏）、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（留苏）、上海区委组织部长罗

觉（留苏）等，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张；而且他

们也时常捧着陈独秀先生的招牌发号施令。

不同意彭述之这种见解的，则是党内大多数实际工作

者，他们不赞成中央过份的集权；主张党员在中央决定的

原则之下，应有较多的活动自由。他们要求根据各地实况，

来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。他们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实况的

书生，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，专“拿中央指示”的大帽

子来吓唬人。

中央委员中蔡和森、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后者的见解；

尤其是我，常表示过份的中央集权，会扼杀一般同志的活

力，因而被视为“实际工作派”的首脑。当时李立三、刘少

奇、邓中夏等，与少共中央委员恽代英等以及众多的地方

组织的同志，都或多或少的支持这种观点。

李立三尤其反对彭述之的作风。他是个热情奔放的汉

子，只求工作实效，不惯组织的约束。他所主管的上海工

运工作也多采取速战速决的行动。对于工作方案，要经历

上海区委、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屡次的商

讨，许久才能解决，表示不耐烦。他老是以“急待解决”为

理由，要求举行联席会议或另行指定一个行动委员会来处

理。他更不愿听那些马列主义的说教，认为坐而论道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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贻误事机。他在上海工运中进行工作时不用说服的方法，

而采取强迫的手段。他认为根据实际情况的行动是最重要

的，甚么“中央集权”“、一知半解的教条”，都是废话。

在当时幼龄的中共，一切都是为了急赴事功，因而这

种歧见未致演成严重的争执；但后来中共内部的一切纠纷，

却多少与最早的这种分歧有关。不仅武汉时期的中共内部

纷争是循着这个脉络而来的，即后来米夫派的王明、秦邦

宪等，也多少继承着彭述之的衣钵，而后来毛泽东的“马

列主义中国化”，则与当时的实际工作派，可说是一脉相

承的。

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，我已不能完全记忆清楚。只

记得陈独秀、李大钊、张国焘 蔡和森、瞿秋白、谭平山、彭述之、

罗章龙、项英、王荷波等十人是当选的。其中李大钊、罗章龙二人，

当时在北京，谭平山在广东。

汉冶萍工会是由安源煤矿工会、汉阳钢铁厂工会、大冶铁矿工会联合

组织起来的，为当时长江中部一带的主要工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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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　二　 章

职工运动的复苏

由于工会组织的恢复，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罢工事件

日益增多；而这年二月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，又是

“五卅”运动之前，罢工规模最大的一次。

在列强之中，日本在华工业是首屈一指的，它利用不

平等条约的特权，在中国境内开设了各种工厂。那时日本

在中国境内所设置的纺织厂，共有四十一所，在上海一地

即有三十七个厂。纺织业间的竞争相当剧烈。日厂资本既

雄厚，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，不惜采取降低劳动待遇的

手段，来维持和增加利润；同时对中国民营的纺织厂；积

极进行吞并和排挤。这些事首先引起纺织工人酝酿反抗，

也引起中国工商界的愤怒。

日本纺织厂中资力最雄厚的是“内外棉株式会社”，它

在中国有十六个厂；其中十一个在上海。中国工人在“内外

棉”做工的境况之惨，简直如处地狱。工人分日夜两班，

每班每天工作十二小时；众多的女工和童工，每天平均工

资不过一角多一点（约五分美金）。他们的食宿条件，坏到

难以形容。管理工人既严格周密，额外克扣工资的事件，

又层出不穷；打骂工人，更是司空见惯。进而发明了一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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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特办法来榨取利润；它利用中国人民的困穷和大量失业，

招收大批男女童工，设立集中营式的训练所，名之为“养

成工”。以这种“养成工”制度，用来对付反抗力较强、工

资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，因此，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，日

益增加。

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“，内外棉”第八工厂传出大批成

年男工被开除的消息，引起工人的骚动，并发生逮捕和殴

打工人的事件。二月九日，工人开始罢工；罢工的主要口

反对东洋人打人”；罢工风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个在

上海的日本纱厂，罢工人数达四万余人。

这次罢工具有反日的性质，获得上海各民众团体，如

学生联合会等的支持。二月二十五日，上海总商会出面调

停。日本厂方接受了“不得无故打人”等四个条件，罢工才

告结束。这次罢工虽未获得全部的胜利，但上海纱厂工会

的势力，却迅速膨涨起来（日本纱厂工人加入者增至九千

人）。此后，日本纱厂中继续发生一些劳资纠纷和工人反日

的举动，终于酿成了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七厂，日籍职员

杀死工人顾正红的事件；这一事件便成为“五卅”运动的导

火线。

我于三月十六日到达上海后，同志们向我谈起这次罢

工的壮烈经过。我以前一直认为纱厂工人多系童工和女

工，团结力较弱，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困难多端。现在居

然出现了可观的成绩，足见职工运动已有了新的生机。

我曾亲到沪西纱厂区去考察，看出同志们颇能利用已

往的经验，尤其是我在长辛店发动职工运动以来的经验。

号是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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